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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一论纲

周叶中 段 磊

摘 要 探索中国解决统一问题的理论方案，是牢牢把握国家统一进程主导权主动权，

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大且紧迫的课题。应当对事关实现总体方略的中

国国家统一性质、统一过程和统一制度三大重要问题予以探讨。“统一性质论”回答“实现何

种统一”的问题，在形成主客观相结合的主权、政权、认同“三要素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中

国的统一应包含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解决政权对立与消除认同冲突三个方面；“统一过程

论”回答“如何走向统一”的问题，在对统一状态进行静态描述、对统一路径进行动态规划基

础上，提出中国应按照先解决政权对立、再着手处理认同冲突的步骤推进统一过程；“统一制

度论”回答“以何种制度实现和保障统一”的问题，在形成对国家统一制度表征及其回应的理

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可通过“吸纳”或“替代”方式解决制度冲突，以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

保障政权统一，以认同凝聚和塑造机制消解认同冲突，从而确保统一后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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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1］（P405）。国家统一事关中国国家富强和民族复

兴。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等重要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明确，形成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理论框架是我们牢牢把

握国家统一进程主导权主动权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在这一理论构建中，“实现何种统一”“如何走向

统一”“以何种制度实现和保障统一”等最为关键。因此，本文即以论纲式的论证方式，通过阐述国家统

一性质论、国家统一过程论、国家统一制度论三大核心问题，构建起中国国家统一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国家统一性质论

界定国家统一的本质属性，回答“实现何种统一”，是构建国家统一理论框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不仅中西方文明对此问题的认识有着重大差异，而且在当今中国面临的统一台湾

问题上也存在诸多理论难题。因此，只有在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深刻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新

认识，才能为中国国家统一奠定扎实的理论指引。

（一）中西方文明中的“统一观”

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曾面临过统一问题，而中西方文明体系也曾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对

此作出过自己的回应。这些回应既反映了人们认识国家统一性质的多样化思考，也为我们探讨中国国

家统一的性质并形成科学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智识基础。

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过统一与分裂的循环。人们更乐于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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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基本特点。这种话语表达的是国人对中国统一问题认识和理解的主要观点，

也是“大一统”观念最直接的体现。然而，与当代各国秉持的“主权国家观”不同，中国古人缺乏明确的国

家意识，而是遵循一种超越于国家的“天下观”。在这一观念中，“天下”是人们认知整个世界的代称；尽

管“天下”可以有多个国家或政权，但只能有一个居于中央并由天子主宰的正统王朝。《诗经》有云：“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P488），亦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天下所有

的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原王朝对等的国家实体”［4］（P17）。“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

因而“天下”自然也就“无外”，并表现为一种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程度差异为标准的差序格局。对“天

下”而言，“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也就只有内在结构上的远近亲疏”［5］（P35）。在这种观念

下，统一与分裂都是针对“天下”，而非“国家”而言。统一，本质上就是“天下”有且仅有一个“共主”；而分

裂，则是指“天下”存在多个“共主”。进一步而言，所谓“天下”的分裂，并非各个互不隶属的独立政权趋

向分化并形成多个彼此平等独立国家的过程，而是多个竞争性政权并存且各政权均致力于在自己主导

下恢复统一的状态。因此，“天下观”的分裂状态，可以被称为一种竞争性政权对立，是各政权逐鹿天下

的过程，而且分裂的终极目的是复归统一。这种“竞争性政权对立”的产生与终结，即构成所谓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相循环的历史叙事基础。

尽管“天下观”已无法诠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因而“天下观”中的统一叙事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

各国的统一问题，但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独有的政治观念，“天下观”仍对晚近中国的统一问题具有现实影

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下观”蕴含的“大一统”理念一直影响至今，这从思想基础上

诠释了“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1］（P405）的内在原因；二是“天下观”体现出的“竞争性政权对立”仍

可在一定程度诠释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海峡两岸争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6］（P75），即“代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地位的政治对立过程，这对我们分析台湾问题的历史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近代以来一直秉持“主权国家观”。在“主权国家观”下，国家间相互独立且彼

此平等，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天下”，更不存在一个主权国家共同认可的“共主”。在“主

权国家观”语境下，国家统一问题可以运用国际法中的国家分立、分离、合并等概念加以诠释，而一些学

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即“分裂国家”（divided nations）理论［7］（P1-2）。“分裂国家”

理论主要关注二战后因国际形势或内战等原因导致“原本政治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为分离实体的状态”［8］

（P2）等政治现象。根据这一理论，所谓“分裂国家”的特点体现为：其一，分裂前，双方原为拥有共同语

言、历史文化与长期统一历史的国家；其二，分裂原因在于国际局势或内战；其三，分裂双方或至少一方

坚持结束分裂、追求统一；其四，分裂双方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采取差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其

五，国家分裂状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9］（P2-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在其论述中，将

1949年后的两岸关系界定为与东西德、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南北也门相等同的所谓“分裂国家”，而且以

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更是以“分裂国家”理论作为其抛出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调的理

论基础。

然而，如果我们回溯“分裂国家”理论所依托的国际法理论即可看出，上述有关“分裂国家”特征的描

述，只是学者对二战后世界上一些特殊国家政治状态的理论分析。这种所谓的“分裂国家”，主要是指一

个主权国家分裂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但双方或其中一方仍然以恢复国家统一为目标的一种特殊的国家

间关系。因此，“分裂国家”的本质应是国际法中国家分立的一种特殊情形，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分立后

的国家仍然保持对再度完成国家合并的政治期待。据此可见，中国显然不属于所谓的“分裂国家”。形

成这一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并未形成两个主权国家，两岸对立并非国家分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并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过程，只是国际法上的

“政府继承”，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二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未因两岸对立而遭改变，台湾更非一个独立于中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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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此，“主权国家观”下的“分裂国家”理论并不适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的统一问题。

（二）台湾问题传统分析框架的理论缺陷

当代中国的统一问题主要表现为台湾问题。然而，海峡两岸长期分隔对立的状态，却无法为前述

“天下观”的竞争性政权对立或“主权国家观”的“分裂国家”理论所诠释。当前两岸的政治现状既非统一

状态，也非两个竞争性政权为争夺“天下”而对立，更非两个已经分裂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中国统

一的性质即成为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学界曾提出过诸多理论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

响力的是“主权—治权”和“国家—政府”两种分析框架。“主权—治权”框架立足于对国家最高政治权力

的构成区分，提出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应划分为作为抽象国家象征的“主权”和作为具体治理权力的“治

权”，两岸关系现状可归纳为主权统一、治权分裂（立），中国统一的目标即结束治权分裂或分立局面。“国

家—政府”框架则基于对国家政治权力载体的构成区分，提出将国家与政府相区分，两岸关系现状可归

纳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①，中国统一的目标即结束“两个政府”局面。这两种分析框架的共有论证逻

辑是，将国家政治权力视为国家统一的关键对象，并将之进行必要的层次划分，从而形成对中国统一现

状和目标的描述。与“分裂国家”理论较为单一的理论结构相比，“主权—治权”“国家—政府”两种分析

框架实现了对理论结构的层次化划分，拓展了论证场域，因而在海峡两岸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两种

分析框架基础上，学界还形成诸如“一国两区一体”“一国两治”“一个中国两个代表”“一中三宪”“一中

两宪”“主权与领土重叠论”等众多观点。但这些表述不同、名称各异的学说都没有超越上述两种分析框

架的基本论证结构。更何况，这两种典型的分析框架还存在着如下无法克服的重大缺陷。

一是理论意涵模糊，概念内涵不清、使用不当。在“主权—治权”框架中，“治权”并非严格的学术概

念，其学理意涵十分模糊，它既可被解释为地方性、事务性权力，也可被解释为完全的、实质性的“类主

权”权力，甚至可起到虚化主权的实际作用［10］（P57）。因此，将“主权”概念与模糊的“治权”概念相连接，

创造新的并未为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不仅不会让中国的统一状态得到更简明清晰的界定，反而会制造

更多理论漏洞。在“国家—政府”框架中，“政府”一词在宪法学和国际法学中的含义存在明显差异。在

宪法学中，政府是公权力机关的代称，既可指代中央政府，也可指代地方政府。而在国际法中，政府则是

“区别国家与非国家实体的重要标志”［11］（P35），与一国在国际上的合法代表密切相关，与“政府承认”“政

府继承”等概念相联系。在国际法语境下，中国只能有一个合法政府，因此，如将两岸关系界定为“两个

政府”的关系，则将导致对历史上存在政府继承事实的解释谬误。

二是对中国统一现状、实践与目标的诠释力不足。一方面，在上述框架中，“主权”“治权”“政府”等

概念都蕴含着对有权者所拥有权力合法性的默认，这显然与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符。“台湾当局从根本上

不具备自下而上‘让渡权力’的‘合法性基础’”［10］（P58），其对台湾地区的控制只是一种政治事实。而且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台湾当局”在外形上具有一套完整的“国家形式”，一旦将其界定为“政府”或享有

“治权”，则会在国际上造成“两国两府”的政治印象。另一方面，“分裂”一词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中一般被

用于描述一国的主权状态，无论是用于描述主权还是治权，都容易导致“分裂国家”的话语联想，因而既

不符合中国的统一现状，也不符合中央一以贯之的“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12］的政策主张。

三是分析场域仅局限于政治权力层面，未能客观反映统一问题的全貌。对一个国家来说，尽管政治

权力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主要内容和核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国家的统一只是权力上的统一，

也并不意味着当代国家的统一过程需要处理和解决的只是权力的统一问题”［13］（P16）。恰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言，“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14］。这里所说

的心灵契合，最重要的是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公民的政治认同对象及其对政治共同体的

① 大陆学者多认为两岸属“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部分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学者则倾向于将两

岸界定为一个国家之内的两个“互不隶属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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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程度，都与统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密切相关。可以说，国家认同构成了推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观

念基础。因此，前述两种分析框架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政治权力，显然忽视了民众政治认同问题的重要

意义。这不仅会导致理论探讨纵深的不足，还会导致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政治实践的局限。

（三）基于主客观相结合的“三要素分析框架”新理论

为更好分析和解决“实现何种统一”的问题，有必要在前述理论分析基础上，克服既有分析框架的局

限性，形成理论内涵准确、符合中国实践、具备充分理论纵深的统一分析新框架。我们认为，可在现有研

究基础上，提出涵盖国家权力、权力载体、民众政治认同，主客观相结合的“三要素分析框架”。具体说来

即主权要素、政权要素和认同要素。

第一，主权要素。主权已成为当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公认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判定国家统

一状态的根本标准。主权问题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两岸之间的主权关系是我们

判断中国统一问题根本属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新分析框架必须以“主权”概念为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1949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14］。这一论断准确界定了台湾问题的根本属性。

亦即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并未如历史上的德国

一样分裂为两个国家。因此，从主权要素看，中国并未分裂，台湾也非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两岸关系

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务，中国的统一事业必须以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

第二，政权要素。在主权要素下，需要一个描述两岸政治对立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既不能造成

“两岸两国”“台湾当局具有合法性”等错误政治印象，又能为法学、政治学话语体系所接受。我们认为，

一个可供选择的概念是政权。政权指涉“特定行政管理当局”，但该概念不涉及对其合法性、中央或地方

性的评价。相较于具有合法性内涵以及在国际法上国家代表性意涵的政府，或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国家”而言，政权只是“以其自认为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因而属于“仅具现实意义的

范畴”［15］（P4）。而且“政权”一词可以更精准地涵盖统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种类政治体的基本属性，并可

根据具体情况形成更为精准的性质叙述，如合法政权、非法政权、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割据政权、伪政权

等。以“政权”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发现，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本质上是中国主权和领土范围内两个

政权的对立。尽管“台独”分裂势力不断试图歪曲两岸关系的性质，抛出诸如“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一边

一国论”“互不隶属论”等分裂论调，但这些说法都只能被视为两岸之间政权对立的具体体现，而不能改

变两岸关系是“一国内部政权对立”的本质。因此，政权对立构成中国统一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能否

解决政权对立问题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关键标志。

第三，认同要素。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定位，一种认识和把握”［16］

（P50）。一国出现无法调和的政治矛盾，往往是这个国家产生统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这种矛盾产生的影

响，并非仅及于宏观、抽象的政治权力及其载体，而是会对处于不同区域、阵营的普通民众的政治认同产

生具体影响。如果民众的认同问题无法在统一过程中得到有效解决，那么这种统一就只能是浅表的、形

式上的，其内在矛盾很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再度爆发。因此，除前述两要素外，新的分析框架还应纳入认

同要素。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内战的延续，两岸关系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权认同的冲突。随

着“台独”思潮的不断蔓延，不少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观念开始出现明显异化。因此，中国的统一问题绝

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及其载体，还应包括民众的政治认同。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过程中，应着力消解两

岸民众的认同冲突，引导台湾同胞建立起正确的认同观念，从而巩固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确保国家长

治久安。

在上述要素中，“主权”和“政权”重在诠释国家政治权力及其载体，构成国家统一的客观方面，“认

同”则重在诠释民众对政治权力及其载体的内心认知，构成其主观方面。这两方面之间主要体现出三重

关系：一是客观决定主观。国家政治权力及其载体变化会对一国民众政治认同产生根本影响，国家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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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方面的权力冲突会直接引起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差异化、对立性发展①，而国家在客观方面恢复统一

后，统一的国家权力又能引导民众逐步消除主观认同冲突②。二是主观滞后于客观。民众认同变化往往

滞后于国家权力变化，一国出现短暂分裂或政权对立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众出现认同冲突③，而这种冲突

一旦形成，即便国家复归统一，也需较长时间才能消除。三是主观对客观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一国内部

不同群体间出现较为激烈的认同冲突时，民众的认同冲突可能导致客观上的政权对立甚至主权分裂④，

而一国在客观上存在对立或分裂时，不同区域民众间的认同对立情绪会传导至政治权力运行之中，对国

家再度统一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应将主客观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主客观相结合的“三要素分析

框架”。

基于这一框架，当前中国的统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主权统一国家内出现的政权对立问题。这种较

长时间的政权对立导致海峡两岸民众的认同冲突，呈现出主客观两方面三要素的复合矛盾。因此，要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在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有效解决政权对立、消除民众认同冲

突，从而达到主客观相一致的国家统一状态。

二、国家统一过程论

在明确“实现何种统一”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回答“如何走向统一”的问题。学界以往对此问题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上述客观方面，大多将政治权力及其载体的统一视为研究的终点。在这一立场引导下，既

有研究多围绕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

些议题都属国家统一问题，但彼此间仍存在相对独立性。因此，相关研究呈现出即时性、零散化、碎片化

的特点。然而，国家从尚未统一走向完全统一，注定由诸多相互关联的阶段和隶属于不同阶段的具体议

题所构成。我们既要看到这些阶段和议题的独立性，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而不应将其割裂开来。

因此，对如何走向统一进行体系化的过程性研究非常必要。为此，我们试图提出“国家统一过程”这一概

念。所谓国家统一过程，即为实现统一目标而开展的内在关联有序的各种统一活动的集合。这既包括

遏制分裂活动的过程，也包括推进国家统一的过程，还包括弥合国内民众政治认同差异的过程，体现出

全时序、多维度的分析视角。因此，我们对“如何走向统一”的回应可细化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明确统

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并对这一过程可能出现的不同状态进行静态的理论描述；二是对统一过程中从起

点到终点的不同实现路径进行动态的理论规划。

（一）统一状态的静态描述

对国家统一过程的叙述，首先应明确其起点和终点。毫无疑问，国家统一过程应始于一国统一状态

异常之时。然而，与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国家主权分裂或出现政权对立现象才应视为存在统一问题不同，

我们认为，根据前述“三要素分析框架”，一个国家的主权、政权、认同三要素中有一项出现内部冲突时，

即可被评价为统一状态异常，该国即存在统一问题。相应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主客观相一致的统一状

态，即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权统一、民众政治认同趋近时，方可视为解决了统一问题。按照主客观相一致

的统一标准，从静态描述角度看，一国的统一状态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理想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国民众在主观方面的政治认同趋近，不存在可能导致政治

权力对立或国家分裂的冲突，客观方面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权统一，不存在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领土。

① 以德国为例，东德为避免被西德“同化”，在短暂坚持谋求统一政策后，开始着手重塑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观念，甚至否认两德人民同属德

意志民族，提出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观点，不断强化与西德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社

会制度认同。

② 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即通过制定第十三、十四、十五宪法修正案等方式，进一步凝聚美国国家的凝聚力，保障国家统一。

③ 以越南为例，南、北越南虽因外部势力影响而短暂分裂了20年左右，但越南民众并未形成严重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对立，其认同冲突主要集中在意

识形态领域。

④ 如1991年后先后分裂为六个主权国家的前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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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态可视为统一过程的最终目标。

二是“不稳定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国在客观方面能保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内也不存在政

权对立现象，但在主观方面民众之间却存在对统一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认同冲突。当代一些国内存在

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区域冲突的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即因其存在内部认同不一

致的特殊区域而处于“不稳定统一”状态。在重新统一后一个时期里，一些国家也会出现此种状态，如

东、西德统一后的一个时期亦存在民众认同的内在冲突。基于前述国家统一主观方面对客观方面可能

产生反作用的论述，当一国处于这种状态时，如国家不能采取必要措施降低民众的认同冲突，这种冲突

则可能从主观层面蔓延至客观层面，导致国家再度分裂。因此，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拥有统一政治权力

和权力载体的国家会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这种统一不稳固，容易遭到破坏，因而同样应视为国

家统一存在问题。

三是“短暂分裂或对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国在客观方面存在政权对立甚至出现主权分裂现

象，但因客观方面变化时间较短，对主观方面的影响尚不明显，民众之间尚未产生严重的政治冲突。以

中国近代为例，尽管国家曾短暂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但这种情况并未影响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认

同。根据前述客观方面对主观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述，一国不会长期处于“短暂分裂或对立”状态。

若短期内无法解决权力对立或分裂问题，客观方面的冲突就会延伸至主观方面，引发民众的主观认同冲

突。反之，如果一国能在短期内重新实现客观方面的统一，就会重新达到“理想统一”状态。

四是“尚未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国在客观方面存在政权对立或主权分裂现象，在主观方面

民众亦存在政治认同冲突。在前述“分裂国家”理论中，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均呈现既有主权分裂，又有

认同冲突的状态。考察世界各国统一与分裂，一国进入“尚未统一”状态后，最终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

是在一方或双方努力下，重新实现统一，逐步恢复到“理想统一”状态，如两德统一即属此类；二是一方或

双方均放弃重新统一目标，国家分裂状态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从而形成国际法上的国家分立，如苏

联解体后形成15个主权国家即属此类。

据此，一国国家统一过程的起点可根据不同情况纳入“不稳定统一”“短暂分裂或对立”或“尚未统

一”状态，终点则集中体现为“理想统一”状态。因此，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即是从前述三种异常状态达

到主客观相一致的“理想统一”状态过程。

依照上述四种统一状态的划分，中国应处于“尚未统一”状态，即客观方面存在政权对立问题，主观

方面两岸民众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冲突。具体说来：一方面，就客观方面来说，自1949年以来，两岸经

历了从“中国代表权”之争到统“独”之争的变化。当前中国的政权对立集中体现为分裂与反分裂之争。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都谋求国家统一，因而双方争议主要集中在“谁代表中

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此后，台湾地区内部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台独”分裂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台湾

方面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几经变动，因而两岸的争议点转变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统

“独”之争。在这种情况下，反分裂成为中国统一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就主观方面来

说，在“台独”分子鼓噪下，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政治认同冲突已从意识形态、政权符号转向国家认同

层面。与客观方面相对应，在两岸处于“中国代表权”之争时，台湾当局主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权符号层面

制造两岸民众的政治认同冲突，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台湾民众认同“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而在其政治

立场转变为谋求“台独”之后，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去中国化”政策，着力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

同观念，引导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形成对“台湾”而非“中国”的国家认同。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

的异化，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对客观方面的国家统一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二）统一路径的动态规划

在静态描述基础上，接下来的问题即对上述几种状态走向“理想统一”状态的具体路径进行动态理

论规划。我们认为，以前述国家统一过程为基准，一个国家走向统一的具体路径主要可分为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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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不稳定统一”到“理想统一”状态。当一国处于“不稳定统一”状态时，该国尚未出现主权分

裂或政权对立现象，却存在因各种原因引发的政治认同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威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应从主、客观方面出发，形成反分裂和凝聚认同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及时

着手建立健全维护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坚决打击和遏制国内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防止国家统一状

态进一步恶化。二是着手解决国内矛盾、降低社会分裂程度，采取消除民众认同冲突的政策措施，引导

民众强化政治认同，从而实现从“不稳定统一”到“理想统一”状态的转化。

第二，从“短暂分裂或对立”到“理想统一”状态。当一个国家处于“短暂分裂或对立状态”时，该国虽

存在主权分裂或政权对立，但因分裂或对立时间较短等原因，不同区域民众的政治认同冲突尚不剧烈。

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只需解决客观方面的权力统一即可。

第三，从“尚未统一”经“不稳定统一”到“理想统一”状态。相对于前两种情况来说，一国要从“尚未

统一”转变为“理想统一”状态难度最大，需完成的相关工作最复杂。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必须按照一定

程序和步骤，选择合理方式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如前所述，国家统一客观方面的变化会对主观方面产生

决定性影响，主观方面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客观方面。因此，当一国处于“尚未统一”状态时，应遵循先客

观、后主观的步骤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换言之，即首先着手实现客观方面国家政治权力的统一，实现从

“尚未统一”到“不稳定统一”状态的转变，再通过统一的国家政治权力积极引导民众消除主观认同冲突，

最终实现主客观相一致的国家统一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在国家统一过程研究中，对统一方式作出的和平与非和平统一之分，在本文的

理论框架中仍然具有一定意义。从主客观方面的划分来说，和平统一与以非和平方式统一，都是解决国

家政治权力及其载体的具体方式，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以武力方式解决主权分裂或政权对立问题。但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实现统一，都只能解决客观方面的国家统一，而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民众的政

治认同冲突。因此，统一后的国家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其他举措消除民众的认同冲突。

根据前述分析，中国目前处于“尚未统一”状态，因而应通过上述第三种路径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也

就是说，应按照“先客观、后主观”顺序，首先解决海峡两岸的政权对立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除因

“台独”分裂势力错误引导产生的台湾同胞政治认同的异化现象，推进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具体说

来：其一，中国的国家统一过程应首先以解决政权对立为目标。换言之，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的过程，应始于为解决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权对立问题提供必要条件。而解决政权对立的方式主要

有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两种。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来，祖国大陆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明确和平发展是通往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并不断为两岸早

日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对立创造积极条件。但是，和平统一并非没有底线、红线。当前，台湾当局不仅

拒绝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谈判，而且还存在着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等重大事变的可能。因此，“台

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影响国家解决政治对立问题具体方式

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和平统一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非和平方式则是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最后方式［17］（P7）。其二，实现政权统一并不意味着中国统一过程的终结，国家还应着手扭转

台湾同胞的认同异化趋势，以确保台湾地区早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治久安。在解决客观方面的

统一问题后，中国即从“尚未统一”转为“不稳定统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方

能彻底解决长期政治对立带来的认同冲突。从消除“不稳定统一”状态的角度看，一个可供参照的例子，

即香港“由乱到治”的过程。“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证明，及时建立健全有力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障制度，清除错误政治导向对民众的影响，对中央实现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具有重大意义。必须看到，无论是从地域面积还是政治生态看，治理台湾的难度都远大于香港。可以预

见，在缺乏充分政治引导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长期接受台湾当局“反共”教育、受“去中国化”政策影响

的台湾同胞，将很难在国家政权统一后自发实现认同转化。因此，在政权统一后，必须着力建构一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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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台湾地区实际情况，能够有效消除“台独”思潮对台湾同胞认同影响，促进两岸认同凝聚的制度安排。

当台湾同胞政治认同的异化倾向得到彻底扭转，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时，中国就实现了主客观相一致

的“理想统一”状态。

三、国家统一制度论

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不仅要从理论上回答实现何种统一、如何走向统一等问题，更要在此基础上回

答以何种制度实现和保障统一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不统一集中表现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冲突，解决国

家统一问题必定以消解制度冲突为标志，维护国家统一最终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从制度层

面对中国统一问题的表现形式、解决统一问题的制度路径、维护和保障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等问题进行

理论回应。

（一）统一问题的制度表征及其回应

国家统一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制度问题。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既要靠理论，更要靠制度。因

此，必须首先从制度角度分析国家统一问题的表现形式，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制度回应。

第一，国家统一问题的客观方面集中表现为根本制度冲突，主观方面则受到制度直接影响，解决国

家统一问题必须形成有效的制度方案。从客观方面来说，为彰显其合法性，建立在自身控制区域内的社

会治理体系，在政权建立后，往往需要建立一套以“国家形态”运作的根本制度，具体表现为体现其自身

特质的国家标志、国家机构和由宪法统帅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独具特色的根本制度，构成一个政权

得以“存在”的载体。因此，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两套对立的以“国家形态”运作的根本制度时，即可视为

该国在客观方面出现统一问题。而且，在客观方面出现两套对立的根本制度时，这两套制度的互斥性将

天然延展至民众的政治意识层面，从而引导民众形成冲突的政治认同。因此，客观方面的根本制度冲

突，会直接影响主观方面的政治认同，损耗统一的思想基础，最终对政权对立形成强烈的反作用。因此，

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方面看，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必须切实形成有效的制度方案。这一方案应该既能

解决统一问题的客观方面，实现国家根本制度的一致性，又能切实维护政权统一，防止国家再度陷入分

裂，还能引导、凝聚和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思想根源。

第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客观方面，既需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国家根本制度的一致性，也需通过反

分裂制度维护政权统一的积极成果。考察世界各国实践，实现国家根本制度的一致性，亦即消除两套根

本制度“国家形态”之间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双方“共造”新制度，即在统一过程中，双方同时破

除原有“国家形态”及其根本制度，由各方共同塑造一套新的根本制度①。二是一方“吸纳”另一方制度，

即在统一过程中，以一方根本制度为统一后国家的主体制度，在此基础上，以一定方式吸纳并保留另一

方的制度安排②。三是一方“替代”另一方制度，即在统一过程中，以其中一方根本制度作为统一后国家

根本制度，而不再保留另一方根本制度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参与统一各方的主动性、统一的主导

权归属、统一过程中的政治博弈等因素，都会对统一途径选择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问题是

实现上述途径的具体方式。从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看，“共造”和“吸纳”模式主要通过协商谈判等和平

方式实现，而“替代”模式则既可通过和平方式，也可通过非和平方式实现。从实现制度一致性的可能性

角度看，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统一，与分裂或对立双方有关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和目标倾向存

① 如南、北也门统一时，即采取和平谈判、签署统一协议、保留双方原有几乎全部国家机构的方式完成统一。

② 以坦桑尼亚为例，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两个国家于1964年4月签署《联合法案》，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合并后，坦桑尼亚“在大陆承建联

合共和国中央统治秩序的同时，桑岛可以根据（当地）现行法律制度设立独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全盘保留原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执

政者、国家机关以及选举制度，成为有别于全国一级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单位”［18］（P43）。

③ 如两德统一即以东德的五个州加入西德的方式实现，统一后的国家实行西德的制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效力直接覆盖至原东德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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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关联。具体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统一，要求两套异质化并体现为“国家形态”的制度体

系，在秉持不同意识形态、施行各自治理方式或对国家统一具体方式存在差异性认知情况下，仍能在国

家统一问题上保持充分开放性和共同统一目标导向，进而为形成具有充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制度化

政治基础和制度性协商机制提供可能。而当其中一方在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的制度安排上持封闭立场，

背离统一目标导向，甚至通过制度化方式谋求“尚未统一状态”永久化时，双方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会大

幅降低，发生高强度政治对抗甚至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随之上升。

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客观方面的基础上，还应积极巩固和维护政权统一的积极成果，防止国家再度

分裂。“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国家不仅需要在某一特定时刻被建立，还需要在其后的时间进程中被维

护”［19］（P541）。因此，在处于“不稳定统一状态”时，国家建构一套有力维护统一现状、遏制分裂势力再生

的制度安排就尤为必要。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政治权力统一后围绕反分裂问题形成必要的制

度安排①。因此，在实现政权统一后，国家必须及时建构防止国家统一状态倒退的反分裂法律机制，遏制

分裂因素再生，为政权统一后的国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主观方面需在正确叙事结构基础上构建国家统一的认同凝聚与塑造机

制。解决客观方面的问题后，国家进入“不稳定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除民众政治认同冲突、引

导民众形成更具凝聚力的政治认同观念，更需有效的制度引导和保障。具体说来，国家在此阶段应着力

构建深化统一状态的统一认同凝聚与塑造机制。“在情感性逻辑方面，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源于国家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常常表现为极端民族、宗教或地域认同对国家政治及文化的认异和排

斥”［21］（P37）。因此，在政权统一任务完成后，国家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凝聚新的统一认同基础，为维护国

家统一夯实思想根基。更进一步说，应形成一套相较于分裂叙事更具先进性和可接受性的叙事结构，有

力回答国家为何必须统一、统一为何必须得到维护、统一为何正确、“台独”为何错误等现实问题，并将这

一叙事结构融入统一国家的制度安排，从而强化国家的政治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中国实现政权统一的制度图景

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在客观方面集中体现为在中国台湾地区存在一套与国家主体部分相对立的、

以“国家形态”为表现形式的根本制度。因此，必须通过一定途径，有效消除这种制度对立，实现并维护

中国的政权统一。

第一，中国的统一问题在客观方面体现为台湾地区存在一套所谓的“国家形态”和有别于国家主体

部分的根本制度。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以国家形态运作的权力系统”［22］（P39）。这一

“权力系统”拥有一套与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国家标志”“国家机构”和“根本法”。这导致在中国主权和领

土范围内存在显著的根本制度冲突。由此，台湾地区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台湾民众亦随

之形成有别于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认同。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国家形态”曾构成台湾当局挑战中央政

府实现国家统一主导权的政治依托，当前则构成“台独”分子意图使台湾脱离中国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制

度载体。因此，中国复归统一，首先必须消除这套长期存在的区别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形态”，完成国家

政权统一。

第二，中国的统一不能选择“共造”模式，只能根据情况选择“吸纳”或“替代”模式构建相关制度安

排。在三种实现国家根本制度统一的途径中，如果适用“共造”模式则意味着海峡两岸均放弃各自根本

制度和“国家形态”，这显然不现实，也不能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主体部分的大陆人民所

① 以美国为例，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为防止南方再度走上分裂道路，联邦政府先后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1867年重建法》，为南方各

州的重建和重新回归联邦设定了必要条件，击破了在美国建国后即长期存在的以“州主权”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叙事，否定了各州脱离联邦的权

利，实现了美国国家治理的权力体系一体化。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在1869年的“得克萨斯诉怀特案”（Texas v. White）中明确提出联邦只

能是“永久的”（perpetual）和“不可分解的”（indissoluble），从而“将林肯在内战前提出的联邦观——即‘联邦是永久的、不可分解的政治民族构建

共同体’变成了新的宪政原则”。立法和司法机关共同的制度建构使美国再度陷入国家分裂风险的制度隐患得以彻底消除［20］（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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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因而从根本上不具备可行性。适用“吸纳”模式则意味着在坚持国家主体部分根本制度不变的基

础上，以一定方式保留和吸纳台湾地区的制度安排，亦即采取“一国两制”方式解决统一问题。这无疑是

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也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然而，采取“吸纳”模式

的前提是，台湾当局必须放弃“台独”立场，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其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保持对统一

的开放立场，主动谋求统一，而非拒斥背离统一。反之，如果台湾当局长期拒斥统一、谋求分裂，那么采

取“吸纳”模式解决制度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将遭到破坏。

第三，必须坚持“重新将台湾地区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方向，形成政权统一后构建基本制

度的若干原则。1979年以来，国家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

国家法》明确规定，“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

确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强调“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

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1］（P406）。然而，能否实现和平统一，最终以何种方式

实现国家统一，在本质上属于政治问题，并非能够通过提前预设即能决定。因此，从理论推演和政治现

实看，未来中国既可能采取“吸纳”模式，将台湾地区既有的一些治理安排纳入国家主体治理体系，也可

能采取“替代”模式，将国家主体部分的治理体系延展至统一后的台湾地区。但无论最终采取哪种模式，

政权统一本身即意味着台湾地区重新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一基本预设下，构建政权统一后的

基本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主权统一原则。任何有关政权统一后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以维护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为前提。因此，必须彻底破除台湾当局臆造的所谓“台

湾”“国家形态”，消除台湾当局用于证成其“国家形态”的“国家标志”“国家机构”“根本法”等的消极影

响。二是单一制原则。任何政权统一的制度安排，都应明确台湾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一个

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政府拥有对台湾的全面管治权。为此，必须明确台湾未来的制度层级定位，形成中

央与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台湾之间的有效制度链接。三是融合发展原则。任何政权统一的制度安排，

都不能过于强调台湾与国家主体部分间的区隔，而应在制度设计上预留推动国家内部进一步融合发展

的空间。因此，在对台湾治理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尽可能预先为台湾地区和国家主体融合发展提供必要

制度空间，并消除不必要的人员、经贸往来、社会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第四，应当构建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维护政权统一的积极成果。从历史经验看，世界各国尤其是

曾经历分裂或存在分裂风险的国家，都试图通过反分裂法律机制保障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成果。面

向未来，无论中国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实现政权统一，都必须在统一后建构有效的反分裂法律机制。

这一机制至少应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机制。在政权统一后，我国应在现行宪法有关

条款基础上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任何地方行政区域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的基本原则。同时，应建立维护国家统一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标尺，对台湾地区法律

规范、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确保国家统一的宪法精神在具体制度中得到有效

贯彻。二是国家公职人员政治忠诚保障制度。在政权统一后，应对具有台湾籍、参与台湾地区治理的公

职人员进行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家安全的立场要求，形成以宣誓效忠制度和政治品格审查制度为核心的

公职人员政治忠诚保障制度。三是惩治破坏国家统一的个人和组织的法律制度。在政权统一后，依法

严惩从事分裂国家活动的个人和组织，并明确立法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从事恐怖活动、勾结外

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四是反对和遏制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问题的法律制度。在政权统一

后，应及时形成专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法律体系，坚决震慑、阻断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非

法勾连，有力维护国家统一。

（三）实现台湾同胞认同凝聚的制度塑造

客观地说，在“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长期影响下，台湾地区存在许多不利于统一的政治因

素，不少台湾同胞深受这些因素影响，对祖国大陆、国家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错误认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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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实现政权统一后，必须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让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

一”的历史规律，认识到“必须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形成“统一好过分裂”的切身

感受，从而坚决铲除“台独”思潮的政治影响，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受“台独”思潮影响的政治环境。否则，

即便两岸以一定方式实现政权统一，“台独”分裂势力也可能在统一后破坏国家统一和台湾地区长期稳

定大局。因此，必须建构一套能引导台湾同胞形成正确政治认同的认同凝聚与塑造机制，实现台湾社会

的“再中国化”。

第一，必须正视“台独”分裂叙事结构的消极政治影响。分裂的认同叙事结构导致分裂的政治认同。

因此，在政权统一后，必须首先解构“台独”分裂分子塑造的分裂国家叙事结构，重塑体现国家统一核心

价值的叙事结构。通过将体现统一价值的叙事结构融入具体制度安排，将有效引导台湾同胞矫正错误

的认同倾向，为两岸同胞凝聚和塑造新的政治共识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台独”分裂势力臆造的分裂叙

事结构集中体现为所谓的“台湾主体性意识”。这一叙事结构由“台湾人民”“台湾民族”“台湾主权”等概

念构成。“台独”分子提出，在长期移民垦殖基础上，居住于台湾的人群在反抗“外来政权”过程中，逐渐形

成共同历史记忆，组成由所谓的“原住民”“福佬”“客家人”“外省人”共同构成的“台湾民族”，而“台湾民

族”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成长为具有“台湾主权者”地位的“台湾人民”［23］（P93）。因此，根据这一叙事，

“台湾”并不属于“中国”，“台湾人民”也不属于“中国人民”，“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毫无疑问，

这种分裂叙事结构错漏百出，完全是“台独”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但在过去数十年间，这套分裂叙事却

对台湾同胞产生极大政治影响，造成不少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国家统一的错误认知。因此，我们必须

着力破除这种叙事结构对台湾同胞的错误导向，实现对台湾社会的“去台独化”。

第二，必须建构能破除“台独”分裂叙事的综合性国家统一叙事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

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1］（P406）。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解决台

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是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大事件。国家复归统一的过程，也是塑造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新的共同历史记忆过程。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形成以历史叙事为基础、共同体叙

事为主题、国家叙事为支撑、价值叙事为补充的综合性国家统一叙事结构，并以之消解和破除“台独”叙

事的政治影响。具体说来，这一叙事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大一统”观念为主题的历史叙事。

明确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推进现实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聚合与塑造。台湾问题的解

决，恰是中国“大一统”历史叙事的现实延续，也是中国强大向心力的历史见证。二是以“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救亡与复兴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体叙事，形成对“我们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们想要成为

谁”［24］（P5）等问题的回答。过去百年间，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情境的影响，其共同体意识被数度扭曲，饱

受屈辱和压迫，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因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存续而未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共同体。

国家复归统一，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迎来一次重大发展，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

将彻底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也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三是以中国人

民共同塑造国家、反对敌人的革命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叙事。革命催生国家，革命塑造国家。在革命

过程中，人民反对和打败内外之敌的过程，构成国家成长的关键要素。台湾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

留问题，也是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导致延宕至今的有关国家建构的重大问题。在此意义上讲，解决台

湾问题，当然意味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共同反对破坏国家统一、试图分裂中国的内部分裂

分子和外部势力，取得革命胜利、进一步塑造国家的过程。四是由“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

等核心价值观念构成的价值叙事。所谓“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一直被“台独”分子作为包装“台独”分裂立

场的价值性叙事工具。然而，“台独”分子所言的“自由民主”并未真正惠及全体台湾同胞。1840年以来，

“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

自由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个人的民主、自由必然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前提。“台独”分裂活

动不仅没有为台湾同胞提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反而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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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挑战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能为我们彻底解决这些挑战提

供新的历史机遇，也必然能为台湾同胞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构建融贯统一叙事结构的制度体系，实现台湾同胞历史身份、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的认

同转变。在正确叙事结构基础上，应通过有效制度安排，实现台湾同胞历史身份、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

认同的转变。就历史身份而言，必须明确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具有共同历史记忆，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民的一分子，参与了中国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事业；就集体身份而言，必须明确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

具有共同现实目标，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分子，在现实中参与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伟大事

业中；就个体身份而言，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具有共同的中国公民身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

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承担宪法法律上的基本义务。具体说来，应在以下三项具体制度中贯彻上述

综合性叙事结构，推进台湾同胞的身份转变：一是体现“去台独化”和“再中国化”主旨的文化教育制度。

在文教制度中，充分消除“台独”叙事的各种元素，贯彻统一的叙事结构，体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

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引导台湾同胞重塑正确的历史观念。二是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

策。在民族政策中，坚决破除台湾当局人为制造的所谓台湾“四大族群”的叙事结构，在台湾治理中融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台湾同胞形成正确的集体身份认同。三是体现台湾同胞无差别中国

公民身份的管理制度。通过赋予台湾同胞以法律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身份，确保台湾同胞在统一后与

全国人民一道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从而形成正确的个体身份认同。

当前，我们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完成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

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1］（P406）。如果说，形成系统、科学、完整的国家统一理

论框架是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前提，那么，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统一制度方案则更具现实意

义。因此，面向未来，我们还将以本文形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继续围绕消解两岸政治对立的理论方案、

实现国家政权统一的实践路径、确保国家复归统一后有效管治、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等问题展开研

究，以期助益于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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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of China's National Unification

Zhou Yezhong，Duan L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xploring a theoretical 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is a major and urgent task

for us to firmly grasp the initiativ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o form an overall strategy for re‐

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such issues should be reviewed, as the nature of China's

national unification,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and the unification system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The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unification" solves the problem of "what kind of unification should be achieved", and on the

basis of forming a "three-element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sovereignty, political power, and identi‐

ty.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s unification should include three aspects: safegu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resolving political power antagonisms, and eliminating identity conflicts. The "theory of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solv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achieve unific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a static description of

the state of unification and dynamic planning of the path of unifi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pro‐

mote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eps of first resolving political antagonisms and then

dealing with identity conflicts. The "theory of the system of unification" solves the problem of "by what kind

of system unification is achieved and guaranteed", and on the basis of form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system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can resolve institu‐

tional conflicts through "absorption" or "substitution", guarantee the unity of political power with the legal

mechanism of anti-secession, dissolve the identity conflict with the identity cohesion and shaping mechanism,

and thus ensure the long-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fter unific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unification; nature of unification; process of unification; system of unification; the

Taiwan issue; cross-Strait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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